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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關心發展生技製藥產業的過程對台灣創新模式及產業轉型有何意涵？

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麼過去台灣資訊相關產業的成功經驗沒有再現於生技製藥產

業？在分析上，常見的發展型國家模式及其轉型的解釋途徑，往往忽略了技術體

制、制度環境等面向對產業發展的可觀影響，無法充分/合理的解釋台灣生技製

藥產業的演化過程。對此，我們認為除了國家介入，也必須同時考量技術特性、

制度環境（i.e.金融、教研體制等）等層面。

一般而言，台灣生技製藥產業在 1990 年代以前，受到政府的支持程度相對

較低，國家介入的形式與其他產業亦有所不同；其次，生技製藥業由國際大廠支

配的體制及其科技前沿特性，先進技術難以從他國採借引入，而是必須自行創造

研發。最後，鉅額的研發支出及創新的不確定性使得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台灣幾乎

無法負荷，也讓台灣生技製藥難以開展出資訊產業般的傲人成就。

本文由制度分析的觀點切入，為後進國家工業創新及轉型提供一個更為周延

分析架構，以彌補現有相關研究的不足。我們將指出包括國家介入、國際技術體

制、國內產業結構及制度環境等都是影響產業創新與發展的關鍵因素。更重要

的，這些因素間的搭配不僅有利/限制企業追求不同的創新策略，也形塑了台灣

生技製藥產業的發展軌跡。

關鍵詞：生技製藥、製藥產業、技術體制、制度分析、產業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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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問題

早在 1982 年政府頒佈「科學發展方案」時，台灣便已將生物技術列為八項

關鍵技術之一，之後也陸續有相關產業政策及組織推出。但相較於蓬勃發展的資

訊產業，製藥產業的成就便顯得乏善可陳。一個顯而易見的困窘是，生技發展廿

多年來，我國仍未能開發出一種（全）新藥。再者，台灣藥品市場約只佔全世界

的 0.6%-0.8%左右，市場占有率極小（李均，2004；翁啟惠，2007）。2006 年製

藥業的整體產值合約新台幣 507.2 億元左右（參閱表一）。甚至前兩名外商藥廠

（Pfizer、Sanofi-Aventis）在台銷售總額更大於我國五大藥廠（永信、中國化學、

信東、生達、台灣東洋）合計之銷售總額（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2006:

275）。復以執我國製藥業牛耳的永信藥品為例，該公司 2005 的總營業額為新台

幣 29.6 億元，其中研發支出為 2.89 億新台幣。不僅難望歐美大型藥廠之項背

（Pfizer 同年營收為 512.9 億美元，研發支出 74.4 億美元；Sanofi-Aventis 為 270

億歐元/120 億歐元），亦遠遜於我國資訊產業廠商之規模（台積電同年營收為

2,646 億新台幣）。

表一 我國製藥產值統計（1997-2006） 單位：新台幣億元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西藥製劑 464.8 505.2 521.7 557.4 561.1 549.0 590.2 373.8 370.8 367.4

原料藥 89.1 85.7 82.4 73.5 75.1 72.3 92.1 81.6 79.5 94.3

中藥製劑 34.9 35.1 36.4 37.7 36.6 40.7 50.3 46.2 48.1 45.5

總計 588.8 626.0 640.5 668.6 671.8 661.9 732.6 501.6 498.4 507.2

資料來源：工業生產統計；生技中心產業資訊組整理，轉引自「生技／醫藥產業資訊網」

http://www.biokin.org.tw/，取用日期：2007/07/20。

從研發的角度來看，專利通常能夠做為產業科研能力及資源投入的指標。王

振寰與蔡青蓉（2007）針對近年（2000-2004）台灣在美專利登記的分析顯示，

製藥專利不論在數量及比重（598 個；2.24%）上，皆遠遜於資訊（電子電機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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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9 個；42.27%）、通訊（2,805 個；10.50%）等產業，而此一專利資料所呈

現的樣態也與各該產業的全球市佔率及產值有高度的一致性。

上述數據顯示，生技製藥業雖然被台灣政府定位為邁向創新和帶動經濟轉型

的重點產業（見《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但至今為止，此產業發展並不順利。

是故，本文關心台灣生技製藥產業，在邁向創新及轉型上的制度限制。我們的研

究問題是：為什麼過去台灣資訊相關產業的成功經驗，沒有再現於生技製藥產

業？在分析上，現有的解釋途徑，如發展型國家模式，忽略了技術體制（技術特

性）和制度搭配對產業發展的影響，無法深入對台灣生技製藥產業的演化過程及

創新模式進行掌握。因此，我們認為除了國家因素外，也必須同時考慮產業技術

特性和制度環境搭配因素，才能對此提出更合理的解釋。

本文由制度分析的角度切入，將指出台灣生技製藥產業在 1990 年代以前，

受到政府支持程度相對較低，國家介入的條件及形式與其他產業亦有所不同；其

次，生技製藥業由國際大廠支配的體制及其科技前沿特性，先進技術難以從他國

採借引入，而是必須自行創造研發，在此點上，台灣科研體制創新能力較為薄弱。

最後，發展藥品所需的鉅額研發支出及創新的不確定性，讓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台

灣產業結構幾乎無法負荷。上述因素，使得台灣的生技製藥業，無法像資訊產業

那般的成功發展和邁向創新。最後，我們也將指出，生技製藥業近年來的發展，

使得研發逐漸與生產切割開來，而這有利於生技產業發展成資訊產業的類型，只

是此一模式是否有利於台灣製藥「產業」的發展，則有待進一步釐清。

二、產業特性、國家角色與制度環境

本文關注的是後進國家在特定產業科技追趕及創新模式轉變的過程。一般而

言，發展型國家觀點是研究台灣以及其他東亞國家經濟發展時常見的論述之一

（Johnson 1982; Gold 1986; Amsden 1989; Evans 1995）。這種觀點強調後進國家之

國家機器在工業化過程中的角色，認為透過國家機器介入產業發展，例如保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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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或是財稅優惠，才能使該產業得以在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甚至參與國際競爭

（Wade 1990[2004]; Mathews and Cho 2000）。以發展型國家觀點來解釋台灣生技

產業的研究（i.e. Wong, 2004, 2005, 2006），也指出了台灣生技製藥產業的困境，

而其論點則是認為國家機器就是生技產業是否得以發展的主要因素。例如 Wong

(2005, 2006) 認為，由於台灣發展生技產業在國家機器部分跨太多部會，導致國

家機器的部門主義和過多的跨部會協調，最終形成國家資源浪費及無效率等，他

特別強調這些情況乃是台灣國家機器因民主化，使得國家協調能力減退所致，這

導致了台灣生技產業處於不利的處境。我們認為國家機器的角色固然重要，但是

這樣的觀點忽略了產業的技術體制，以及相對應的國內產業環境的制度配適問

題。

首先，一個產業的技術體制指的就是因產業技術特性及其所衍生的全球競爭

和市場狀況。就演化經濟學的觀點而言，一個產業的技術及其發展軌跡

（trajectory）傾向與某類的制度安排相對應來發展，而形成相對穩定的體制，進

而影響該產業知識創新的模式 (Perez 1985; Dosi 1988)。換言之，科技體制就是

某類科技的特質與對應的制度，也就是一個廠商存在的科技環境。Perez（2001:

113）指出：「技術的演化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技術在體系內相互聯繫，進而相互

糾結、相互依賴，且與物質、社會和制度環境相關」。她在另一篇文章（2004）

中進一步強調，並不是技術或社會制度單方面可以決定彼此，而是特定的技術經

濟典範（體制）將引導社會與制度的設計，形成動態的共同演化（co-evolution）

過程，此觀點因此可以避免落入「技術決定論」的危險（p.238）。

一個科技體制的國際分工的方式，以及它在特定時期所搭配的治理體系，即

為國際產業體制。在先進國家愈是垂直整合的產業，後進國家的企業進入的機會

以及技術學習或升級的可能性就碰到愈大的障礙；反之，愈是模組化和垂直分工

的產業，後進國家的廠商就有比較大的機會進入，並且有比較大的可能性從事技

術升級。舉例來說，在1990年代，資訊電子業的模組化和數位化趨勢愈加明顯，

而使得「全球生產網絡」或「模組化生產網絡」得以形成(Ernst, 2000; Sturge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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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olis, 2003)，後進國家減少了進入障礙，而有利於技術層次的追趕和提升。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產業都能像資訊電子業那樣的模組化和數位化，形成全球分

工。生技製藥業情況便有所不同。在製藥業，全球被少數幾家大藥廠所壟斷，而

且新藥的研發更涉及（1）前段的基礎科學的新藥探索之創新能力，（2）中段的

臨床實驗，與（3）後段的製造、和（4）行銷通路。這些都需要優秀的基礎科學

能力及成熟的全球行銷經驗，對後進國家而言，有高度的進入障礙。因此，如陳

耀昌（2006）指出，資訊產業及生技醫藥產業的差異便體現在：一、生技製藥都

是從研發到製造和行銷一體化，很少有類似資訊業的模組化和代工現象；二、只

有第一名的藥品才能打入國際市場。因此，台灣廠商大部分還是以內銷為主，無

能力進入國際市場；三、生技產業升級的關鍵在於人才與研發，而非製造導向的

廠商地理鄰近（生技園區）。因此，由於資訊和醫藥產業技術的性質與體制差異，

對後進國家廠商而言，進入的障礙便相當不同。我們之後也將分析台灣生技製藥

業所面對的技術體制上的限制。

其次，在政府的角色上，如發展型國家論點所指出的，政府可以訂定產業政

策、建立產業發展規範、投入必要的金融工具，和設立研發機構以支持產業發展。

對發展型國家而言，它的技術追趕和學習有明確的目標，國家官僚可以透過既有

的體制來收集和分析相關產業資訊，以各種不同的政策手段來發展和扶植國內幼

稚工業，並期望在工業化過程中縮減與先進國家的技術差距。在此情況下，後進

國家的國家機器潛在地具有領導科技發展的能力。這就是台灣發展型國家在過

去，特別是在資訊科技產業發展上所扮演的角色。然相對於資訊產業，生技製藥

是以創新為基礎的產業，是追求和創造仍未存在於市場的前沿科技。正因為市場

上難以取得既有的知識和技術，因此國家機器就無法像追趕時期一樣扮演領導者

的角色，而官僚也不具備足夠的資訊來做決策，因此國家機器所能扮演的最多是

作為一個設定規範者（regulator），去建構一個適合於支持創造新知識和新技術的

基礎環境，以便導引人力和資源來支持知識創新活動。發展型國家是否逐步轉型

到引發創新的國家類型，遠比以介入來領導發展的類型重要。從此角度，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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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國家的觀點來看待生技製藥的發展，有正確也有錯誤的面向。發展型國家觀點

的錯誤，是認為國家機器仍然可以用過去的方式來領導生技製藥產業的發展，但

我們認為該產業現今不再需要強勢地領導，而是需要良好的制度與環境，讓創新

活動得以展開，讓需要資金的廠商有機會得到支持，以及讓公共研發機構能有機

會與私人部門/廠商合作，開發新的產品等。但另方面發展型國家的論點是正確

的是，國家機器內部必須能夠協調一致，以便讓政策得以實行。這是因為國家機

器要能夠有效施政，必須具有國家能力(capacity)，否則有政策而無實踐能力，並

無法使任何政策確實實行。在國家機器的角色上，本文將論證早期台灣的國家機

器對生技製藥產業的推動是口惠而實不至，現今則是要發展各種項目，但組織上

卻跨太多部會，而無協調能力。

最後，在制度的搭配上，本文認為所有廠商都是鑲嵌在社會脈絡中，其發展

和演化受到社會各項制度因素的影響，而有路徑依賴的性質。因為廠商是社會產

物，其價值、行為、管理方式以及廠商之間的關係，深受社會制度影響 (Granovetter

1985; North 1990)，而這些制度安排模式在歷史發展和演化過程中，模塑出特殊

的國家模式特質（Zysman, 1994; Biggart and Guillen, 1999; Whitley, 1999;

Hollingsworth 2000; Hung 2000; Hall and Soskice 2001）。在眾多制度因素中，本文

將特別討論產業結構因素，也就是特定產業中，不同廠商之間的互動和競爭關係。

在熊彼得（1950）的看法中，有創新能力的公司長期而言將會愈變愈大，因

為成功的創新使其利潤大幅增加，因此也使其有能力大幅投資在生產設備和創新

活動上，進而大幅領先其他廠商。進一步，這也造成其他廠商的進入障礙，結果

就是廠商愈來愈大，長期而言就是產業結構的集中化。因此我們可以合理推測，

廠商規模愈大，愈有資源從事突破性研發；而愈是垂直分工的產業結構，愈依賴

外部資源來從事研發和創新，包括網絡，群聚或是政府研發機構的支持。

很明顯的，以上幾個因素都不是獨立存在或解釋經濟就成唯一的決定性因

素。相反的，我們認為其間共同演化的動態過程，以及制度間的相互搭配程度，

才是值得觀察的重點。因此，本文的分析同時考慮國家角色、國際技術體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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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制度環境的影響及其彼此間搭配性問題，本文也將分析，產業不同的制度

搭配程度，是如何規制（constraint）與形塑（enabling）企業創新策略的選擇，

並對產業形成有利或不利的發展條件，最後我們也將比較台灣資訊產業與生技製

藥業的發展和理論意涵。

三、台灣生技製藥產業的發展軌跡

一般而言，藥品可以依其專利及生產技術，畫分為新分子藥物（NMEs,

NCEs）、類新藥（Me-too NCE）、生技藥品（Biological Drugs）、學名藥（Generic

Drugs）四種主要類型；而此四個類型，對後進國家而言，進入的障礙十分不同，

發展機會也差異極大。第一類是新分子藥物：它是所謂的全新藥，是從完全新穎

的藥物標的裡所開發出來的新藥（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2005a: 448）。在

所有的藥物類型中，新分子藥物的獲利最為可觀，但相對的其風險及資源的需求

也最高。平均而言，在所有接受測試的候選藥物分子中，只有五千分之一會入選，

千分之一可以通過臨床前試驗，只有五分之一會通過臨床試驗，其不確定性可見

一斑。而一個新藥的平均研發成本是八億二百萬美元，亦非一般規模的企業所能

負擔。因此，新分子藥物的開發多半在基礎科學強大，資源（資金來源）豐富的

歐美各國。

第二類藥品為類新藥，也就是仿效藥（me-too drugs），又被稱同質藥，它通

常是藥廠根據市面上的暢銷藥品所製造的同類（質）藥品，可說是一種「新版的

舊藥」，是對既有的創新加以改良，屬於一種漸進式的創新。它主要包括兩種類

型，一是將現有藥品的活性成分的化學結構加以改變；其次則是不改變既有藥品

的主要活性成分（active ingredient），僅做若干的調整及修飾，如劑型改良、新

的藥物組合、新的傳輸方式等。上述不同的類新藥有其各自所需的技術層次、開

發時程（趙月秀，2006: 5）。一般而言，新劑型的類新藥歷時約 5-7 年，開發成

功率達 30%；改變活性結構的類新藥期程約 7-10 年，成功率約 20%（曾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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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2），兩者的不確定性皆遠低於全新藥。

第三類為生技藥品，也就是利用生物技術所開發的藥物。所謂的生物技術又

可區分為遺傳工程技術、細胞融合技術及蛋白質工程技術等，這些技術的應用改

變了製藥產業的形貌。自 1982 年第一個生技藥品「基因重組人類胰島素」問市

後，生技產業一時間變成熱門的投資標的（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2005c:

7）。早期的生技公司如安進（Amgen）、基因（Genetech）等，現亦成為規模龐

大的跨國製藥集團。相較於小分子藥物（全新藥），生技藥品在藥物探索上所花

的時間較少，平均 10 年的研發期，整體而言較全新藥的 10-15 年有效率。

最後，第四類的學名藥，係指專利過期的藥品，其特色是缺乏專利保護、進

入障礙低、利潤較低、品牌眾多、競爭激烈等。除此之外，學名藥與原廠藥之間

亦必須符合化學（作用機制）相等、生物相等、療效/臨床效果相等的基本原則。

近年來醫療成本的提升，導致各國政府鼓勵使用價廉的學名藥，為學名藥產業發

展的利多因素（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2003: 110）。相反的，由於全新藥

研發困難，傳統大廠近年來也改變策略，試圖在暢銷藥物專利過期後保持 30%

市場佔有率，多少阻礙了小型廠商進入市場的機會。

經過廿多年的努力，台灣並沒有發展出任何一種第一類的新分子藥物，也未

能產生一家全新藥廠商。1至於第二類的類新藥的主要研發仍以法人單位為主，

如工研院、生醫中心與生技中心，少部分由業者自行引進。研發的經費亦有半數

來自政府補助。台灣新劑型類新藥代表性廠商有瑞安、濟生、中化、永信、健亞

等。2對於第三類的生技製藥，近十年來有台醫、聯亞、醣聯、賽德、永昕等廠

商投入生技製藥的發展，其資金來源主要還是公司本身的集資及政府科專計畫的

補助，創投及市場資金則較為保守，投入有限（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2005c:

86-87）。最後，第四類的學名藥，它一直是台灣製藥產業的主流，也是台灣大多

1 以曾經投入新衍生物開發的健亞為例，不是合成不出新藥物，就是投入龐大心血合成出來，卻
發現是其他業者早已申請專利的目標物（何玉婷，2004:213）。
2 以瑞安為例，該公司便致力於開發一、微脂體凝膠；二、口服長效劑型；三、胰島素吸入劑型；
四、微量蛋白質藥品口服劑型等新劑型技術（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2006: 316-317）；台
灣類新藥的另一個代表廠商是健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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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老字號藥廠所從事的主要項目，例如台灣東洋、中國化學製藥、杏輝藥品等。

以台灣東洋為例，它成立於 1960 年，在 1990 年代中期之前的發展目標為製程技

術的進精，為此分別與美、英、法等國大藥廠簽署技術合作協定（參閱台灣東洋

網頁）。由於學名藥領域競爭者多且利潤低，台灣東洋不堪虧損，於 1996 年易主

由東杏製藥的林榮錦團隊承接。

從表面上看，相較於其他藥類，學名藥的技術特性（低進入門檻）及專注製

程的獲利模式與我國大多數廠商規模小的情況和條件最為搭配，然而，台灣也並

未發展出類似資訊產業代工型態之世界級的學名藥廠。3相反的，這些藥廠長期

處於低利潤狀態，維持中小企業規模。而前三類藥品的發展則更是在摸索中前

進，進展有限，在營收方面是維持在小型的規模範圍內，更是無法與資訊電子業

相比。為何幾乎是與資訊電子業同為重點產業的製藥業成績如此不顯著？我們認

為與下列三個因素有關：生技製藥產業的特性，國家的角色，以及制度的搭配性。

以下分述之。

3.1 技術特性及產業體制

製藥業有以下特性，對後進國家而言，進入有高度障礙，也非這些國家在

短時間內所能企及（Wong 2005; Mytelka 2006）。首先，製藥產業所運用的技術

及知識屬於科學發展的前沿，這些先進技術不容易從他國採借學習，多數必須自

行研發創造。例如，根據工研院的調查，我國生技製藥產業有 71.8%的公司以自

行研發或國內技術 （王大維等，2003: 19）。其次，新藥的研發投入金額高且投

資期長，一般在 10 至 15 年左右；所需的資金及人力資源甚鉅，但如成功則獲利

甚巨。以 2001 年的美國為例，一種新藥的研發平均需要八億二百萬美元（Angell,

2006: 70）。2005 年全球藥品市場規模為 5,659 億美元、全球前大十藥廠淨利達到

36 億至 104 億美元之譜（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2006: 176）。Pfizer 的明

3 催生一個生技製藥界的台積電或聯電看似是一個合理的策略，但實際上並不容易實現。台灣神
隆公司總經理詹維康便表示：「（原料）藥就是藥物的主要成分，藥無法切割，將這個部分給 A
廠做，另一個部分由 B 廠生產。藥具有生產的連貫性，（廠商）本身就能掌握核心技術和價值，
不受其他藥廠控制。同時藥物的生命週期長，藥廠在委託生產工廠時，也會考量品質的穩定性、
有效性和安全性，不會輕易的因為價格等因素更換伙伴…」（陳堂麒，200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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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藥—治療膽固醇過高的 Lipitor（立普妥），單是 2005 年的營業額就高達 121

億美金，獲利驚人（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2006: 181）。第三，每一種藥

品皆有其針對的適應症，所使用的原料、技術亦不盡相同，生產的過程和作法不

易複製；第四，由於藥品皆有專利保護（包括製程、劑型），掌握技術（專利）

及資源的少數大型藥廠主宰全世界市場形成寡占。4基於以上特性，生技製藥發

展出一個獨特的技術體制及國際產業結構，也就是每種新藥的研發是針對某類疾

病，彼此間不易通用；而相關的知識、人力與物力掌握在少數先進國家的廠商手

裡，他們壟斷知識之外，也壟斷市場，後進國家的廠商不易切入，大部分的作法，

是生產專利過期的學名藥，但利潤低而不易生存。除非有國家的介入，統整資源

以租稅優惠吸引國內外人力投入，否則後進廠商，幾乎沒有機會生存。台灣的生

技製藥業就是國家介入，企圖誘發產業發展的例子。

3.2 國家的角色

對台灣的生技製藥產業而言，國家不僅是催生者更是主要的行為者。一般

認為 1980 年代是台灣政府介入生技產業發展的起點，1990 年代中期後在介入程

度有了明顯的轉折，則可以為分界。在「加強生技產業推動方案」（1995）之前，

國家機器對生技製藥產業的發展沒有清楚的藍圖及明確的作為，停留在坐而言的

階段；而 1995 年之後，才是起而行的階段，意圖發展各項產業（生技製藥、醫

療器材、農業生技、生物晶片…），廣設機構及科學園區。

受到世界生物技術快速進度的影響，政府在 1980 年代早期便已經意識到生

物技術的前景，但相對來說，它並沒有特別積極的發展該產業（其主要的意圖並

不在於發展產業），相關的作為仍以控制疾病、技術學習為主。此時期政府主要

的建樹乃是 1984年成立生物技術發展中心（Development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DCB)，1988 年農業委員會將生物技術列入國家級試驗研究計畫，隔年成立社團

4 某生技業者表示，若台灣的資訊產業是所謂的「保五總隊」或「保三總隊」（利潤 3-5%），壓
低製造成本為其主要的獲利手段頗為合理，但生技製藥產業卻有 70%以上的利潤來自前端藥物
開發及試驗等階段，台灣廠商熟悉的生產製造帶來的效益不大，且在國際合作談判上是不具優勢
的，因此台灣廠商必須思考其他的商業模式，否則難以獲利（訪談資料 BTG07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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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中華民國生物產業發展協會」。更重要也往往為人所忽略的是，1984 年在

竹科成立了台灣第一家生技公司「保生製藥」，專門生產 B 型肝炎疫苗。保生製

藥標誌的除了是台灣自製生技藥品的里程碑，也是早期國家介入及技術學習的一

個範例。5

1990 年中期開始，台灣生技製藥產業邁入了新的階段。1992-1996 年間，財

團法人製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藥技中心）、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生物

醫學科學技術研究所、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等研究機構紛紛成立。在立法方

面，行政院於 1995 年八月頒佈「加強生技產業推動方案」（或稱 Biotech Action

Plan），經過四次的修正，確立了生技產業發展的範疇及相關配套措施。在此同

時，一個跨產、官、學界的生物技術團隊逐漸成形，1996 在經濟部下設立生物

技術及醫藥工業發展推動小組，更標誌著台灣生物科技政策、研究及商業化的正

式啟動。之後陸續設立「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1998）、「中研院基因體研

究中心」（2003）等機構，並於 1997-2001 年間每年召開一次生物技術產業策略

會議，迄今為止生技議題年年列入科技產業策略會議討論。進入千禧年後，政府

標舉生技製藥為重點工業的決心及策略也更為明確。2002 年 5 月行政院核定「挑

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 年)，將生物技術產業列為兩兆雙星產

業之一。隔年行政院提出是年起的五年內推動 1,500 億台幣的生技產業投資案，

並達成營業額每年 25%的成長，十年內成立 500 家生技公司的計畫（行政院，

2003）。此時期的研發活動主要是透過國家型計畫的推動，包括「基因體醫學國

家計畫」、「生技製藥國家型科技計畫」、「農業生物技術國家科技計畫」等。政府

的另一個政策施行的重點則是全國各地科學園區的設立。依據經濟部的規畫，陸

續在北、中、南、東各地以在地特性及優勢規畫生技園區，以利生技產業的群聚

5 二戰後台灣的疫苗生產主要承接自日治時期的技術，並受世界衛生組織（WHO）專家的指導。
但當台灣退出聯合國及 WHO 後，此一技術來源斷絕，政府才開始以國家經費補助對外學習技
術，1980 年代由生技中心引進法國巴斯德藥廠的技術，並轉移給行政院開發基金投資成立的保
生製藥，生產出第一代的 B 型肝炎疫苗。此外，全國性預防射注的推廣，也使得台灣成為當時
全世界防治 B 型肝炎最成功的國家（陳堂麒，2003b）。1980 年中期以後基因技術日漸成熟，疫
苗研制的潮流也隨之轉變（Chen and Wu, 2004）。1995 年保生製藥因不敵外商競爭而走入歷史（江
晃榮，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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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及發展。其中包括北部的南港、內湖軟體園區、竹北生醫院區、台南科學園

區，而彰化、嘉義、屏東、花蓮等則成立農業生技園區。6

雖然政府對生技製藥產業投資的幅度與指導產業發展的力量不若威權時代

的強國家（strong state），但其作為仍採行頗為相似的策略模式，也就是以租稅、

研發補助、融資貸款等多項政策工具來獎勵產業的發展。據統計，2005 年政府

相關部門便投入 174 億新台幣進行生命科學的研究（經濟部生物技術與醫藥工業

發展推動小組，2006: 6）。政府同時也將資源投入到生技的基礎研究及生命科學

領域。例如，行政院開發基金至 2006 年底為止，已投資 34.35 億台幣於建亞、

台灣神隆、國光等十二家生技領域的企業（行政院開發基金管理會，2006: 10;

2007a: 36），而國內外 20 家生技創業投資事業，也共投資約新台幣 84 億元於生

技製藥產業。

在多項的獎勵政策並以開發基金投資帶動下，此時期的生物技術應用開始往

製藥方面發展，許多民間企業開始投入此一產業（江晃榮，2006）。基本的研發

分工體系也於此時期浮現（見表二）。這個分工體系呈現了經濟部、國科會、衛

生署與農委會都分別涉及與生技發展有關的業務。這種的依據業務性質及專業背

景畫分的研發體系，也反應了功能取向的考量：國科會與中研院主導上游的基礎

研究，經濟部透過生技中心及工研院生醫所將技術轉移給廠商從事商業應用；藥

品審查及試驗的把關則是衛生署的重要業務。理論上，行政院科技顧問組中的生

技小組，負責台灣的生物科技推動與協調。它雖然是個實存的機構，也有政策建

言的功能，但本質上也僅是行政院長綜理相關事務的幕僚單位，對其上述部會並

沒有直接的指揮權。

6 彰化「國家花卉園區」、嘉義「香草藥草生物科技園區」、高雄「生物科技園區」（製藥、醫療
器材為主）、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宜蘭「海洋生物科技園區」、花蓮「環保科技園區」。（經
濟部生物技術與醫藥工業發展推動小組，2006: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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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台灣生技產業研發分工體系

推動單位 執行單位 項目

上游
基礎研究

中央研究院
教育部
國科會

各大學系所
中央研究院

國家基礎與創新研究之指導

中游
應用研究

衛生署

經濟部

農委會
原委會
國防部

國家衛生研究院
疾病管制局
醫藥品查驗中心

生技中心
工研院
藥技中心
食品所
動科所等
核研所
中山科學研究所
國防醫學院

政策與法規制定與執行
臨床實驗、公共衛生
醫藥審查

技術應用開發與製程放大

動物用品、農業、海洋、畜牧應用開發

放射性藥品開發
國防研究之民生應用開發

下游
商品化

產業界 公民營企業公司 產品生產
市場行銷
顧客服務

資料來源：經濟部生物技術與醫藥工業發展推動小組，2006。

由於缺乏一個統整機構，且生技製藥產業涉及到的部會甚多，而每個部會

幾乎都致力於提出自己的一套發展策略，結果是各部會傾向擴大本身的權限且之

間相互競爭資源，有時甚至演變成彼此間傾軋的情況。如 Wong（2006）所觀察

的，每一個層級的行為者都成了國家機器中相對自主的單位，資源與機構的分散

讓部會間發展成一場零合的競賽。這點直接反應在技術發展的面向上。經濟部本

身便下轄工研院生醫所（BMEC）及生技中心（DCB）兩個研究單位，加上中研

院、國家衛生研究院（NHRI）等獨立的研究機構，生物技術的發展呈現多核心

的態勢。由於彼此缺乏整合（i.e.中研院與生技中心直到 2003 年才組成策略聯盟，

衛生署與經濟部間則至 2005 年起才架構了共同的業務發展平台）7，使得國內技

術擴散及轉移變得更加的零散化。

7 2001 年時雖己設置「行政院生物技術產業單一窗口」，然而其性質只是受理廠商的申請案件，
若有必要收件後再由經濟部工業局局長擔任的召集人召開部會協調會議。經濟部與衛生署協調不
足的問題乃是在此窗口執行時發現，才有四年後兩單位共同平台之建立（經濟部生物技術與醫藥
工業發展推動小組，2006: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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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大量經費用於基礎研究，導致原先具有不同功能的機

構，都朝同一方向轉變。也就是在 1990 年代後期，隨著多項國家型生技計畫的

實施（如 1998 年的「製藥與生物技術國家型計畫」、「基因醫藥衛生尖端計畫」

等），誘導了研發機構皆朝基礎研究轉型，以利於政府資源的取得。以生技中心

為例，其早期專注於技術轉移的角色相當類似資訊產業中的工研院，但為了爭取

計畫預算，也投入基礎研究的領域，形成與各大學、研究單位競爭的情況。原本

規劃以引進國外技術、消化後移轉給國內廠商的「BioFronts 計畫」8，也因成效

不彰而倍受質疑（江晃榮，2006）。可以說，在研發過程中承上啟下的生技中心

本身定位及轉型的過程並不順利。9

因此，政府大力扶持的結果，生技製藥產業固然有所成長，但成果卻相當有

限。2005 年我國國內生技醫藥市場需求僅約 65 億美元，產值為 47 億美元左右，

約占全世界 8,000 億美元產值的 0.6%。中研院院長翁啟惠（2007: 9）便認為，這

反應了台灣生技產業發展並未創造出預期之經濟價值，在國際市場上亦不具競爭

力。

3.3 制度環境

綜上所述，台灣國家器對生技產業的介入並沒有（或尚未）達成其預定的目

標。為何台灣政府以類似扶植資訊產業發展的作法，來支持生技產業，但卻未能

開展出類似的成果？本文認為，這與國家角色未能調整以搭配生技產業的技術特

性及體制有關。

首先，雖然政府的態度漸漸從漠視到積極，但所使用的策略與工具在本質上

卻沒有太大的改變。基本上仍是資金的挹注、租稅的減免及科技園區的設立等，

8 即「生物技術引介、合作及策進計畫」，目的在依據台灣生技界之需求與能力發掘國內外技術
案源，經由技術、專利、市場及可行性之分析後，尋求適當之合作夥伴及商業模式，將技術引進
國 內 以 達 成 技 術 加 值 及 商 業 化 之 經 濟 效 益 。 參 閱 生 技 中 心 網 頁 :
http://www.dcb.org.tw/adminz/main.asp?area_id=4&section_id=4
9 某位具有藥品研發經驗的報導人表示：「在國外，大學才是研發（創新）泉源，廠商應跟著大
學走。我國生技中心定位不明，迷失了努力的方向（空有 200 個壁紙 patent/其中 40 個為美國
patent），耗費資源甚鉅但成效有限（平均每個 patent 約花國人 10 億而少有應用）…生技中心應
該回歸整個研發體系的中游位置，大學才是上游。」（訪談資料，BTS06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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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種有利於製造、代工生產的政策思維，並不完全適用於高度知識密集、鉅

額資金需求、需要強大科學基礎及行銷能力且高度垂直整合的生技製藥產業。這

是因為在先進國家的製藥業，從研究、發展、人體試驗、到生產與行銷，是一體

整合，不易像半導體和資訊產業可以模組化切割，這使得後進國家的醫藥產業，

很難像資訊業一樣，可以從模組化零組件開始學習和模仿進而創新，而只能與先

進國家醫藥產業一樣，從事基礎研究與開發產品。這樣的產業特性，造成了後進

國家的台灣要發展該項產業，便與先進國家直接在市場上衝突，地位相當不利。

這也導致生技中心等研發機構無法發揮類似工研院過去對半導體產業發展所造

成的效果，雖然它們的主要功能應該在與國外大廠合作以移轉技術，但由於受到

專利保護的尖端技術不易取得，結果是自行發展基礎研究或與國內大學合作，並

以自有技術與專利的取得為目的之一。

第二，如前所述，製藥業是垂直整合的產業，需要研/發之間的密切連結，

才能創造出將研究成果開發成產品、進而開創出產業。然政府大幅鼓勵生物科技

基礎研究的作法，容易導致二者切割，甚至引導研發機構重視基礎研究，但並不

重視產品開發。如陳紹琛及陳桂桓（2004）指出的，台灣生技政策及產業發展的

主要問題之一就是重「研」而不重「發」：由於兩者所需的專業不同，不重視產

品開發的結果，只能在基礎研究的領域打轉。如前所述的例子顯示，生技中心的

角色如今是「研」（research）勝於「發」（development）。

第三，更重要的是，由於創新模式的不同，政府已不太可能以指導製造業追

趕的方式來介入生技製藥產業的發展。過去政府獎勵政策較有利於既有的製造

業，由於製造業對於發展何種市場上的技術，比較容易取得資訊和知識，因此投

資於土地、設備和廠房等設施的優惠，有利於廠商利用租稅誘因來投資，進而形

成產業鏈。但對於偏重研究發展、既有知識和資訊稀缺的生技製藥產業而言，並

不易產生類似半導體產業般的效果。這是因為後者的發展模式是完全不同於前

者，且所涉及的法規、支援設施及基礎環境，也不同於電子業及其他以製造為主

之產業（劉小翠，2007）。首先，生技製藥產業的發展基礎是知識，因此如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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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人才遠比降低生產成本更為重要。再者，藥品的研發及產品生命週期皆長且

充滿不確定性，短期的稅率優惠、小規模投資利多不易見效，相反的，需要長期

投入的教育研發、法規制度（藥物審查、專利保障）的改善才是關鍵，特別是在

研發方面，政府提補助經費有限（如科專計畫），不足以支持尖端的研究，且要

求先期技轉金及廠商配合款的規定也降低了廠商參與的意願。10最後，傳統的發

展型國家的政府介入模式，帶有濃厚的父權規制色彩，在產業發展上往往是事前

的投資輔導，且限制極多，將產業帶往一個里程碑後就停滯不前了（陳紹琛及陳

桂桓，2004）。雖然這模式適合帶領有明確學習目標的製造代工產業升級，卻不

利於強調創新及探索未知前沿的生技製藥發展。

第四，如 Wong (2005)所述，由於自由化的關係，國家逐漸失去對產業的引

導能力；而更嚴重的是，政府部會間的協調能力，也嚴重消蝕。過去的經濟建設

委員會（經建會），能夠扮演重要經濟政策的主要協調機構，因此也稱小內閣。

在國民黨時期，通常經建會主委都需有豐富的行政歷練，由於歷練豐富加上行政

體制上賦予該部會重任，因此經建會對於國家重大施政不只規劃藍圖，且有能力

協調部會和要求執行。然而隨著台灣的民主化，加上民進黨執政之後，不再重視

經建會，導致部會之間缺乏協調機制和施政凌亂（王振寰 2007：49）；進而在發

展生技醫藥產業上，當經建會失去協調功能，而又有過多部會參與的結果，所導

致的就是各自為政和產業發展難以看見施政的具體成效。

最後，台灣的制度結構，對於需要長期投資、高風險、且需要大量研發人才

的生技製藥產業，並不十分有利。從產業結構來看，台灣製藥廠商多屬於中小企

業規模，我國生技公司的實收資本額平均為 2.9 億台幣，59%的公司在一億台幣

以下，11單一生技公司的員工人數幾乎都在一百人以下，普遍在 10-30 人之譜（王

大維等，2003: 18），經營模式多趨於傳統保守，並分散在產業結構內的上、中、

下游。最大的製藥業公司─永信藥品在 2005 的總營業額也僅為新台幣 29.6 億元，

10 訪談資料 BTS20061101。
11 生技中心 IT IS 計畫調查整理。引自「生技/醫藥產業資訊網」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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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只是大型資訊電子廠商營業額的尾數而已。此外，在資金的獲得上，台灣的金

融體系，並不十分支持獲利前景不明且高風險的生技製藥；而在創投事業的投資

上，大部分的投資仍集中在資訊電子業，投資於生技製藥業仍屬少數。2005 年

我國創投對於生技產業的總案件數為 35 件，比重為 6.82%。總金額 8.6 億新台幣，

占整體創投投資額的 7.93%；而至同年為止，整體創投業對生技產業累計投資案

件數為 413 件，總額為 76.2 億新台幣（中華民國創業投資商業同業公會，2006:

71-77）。在人才的爭取上，製藥業也不是十分有利。據孫智麗（2004）的調查，

我國 2002 年時相關產業部門中與生技研發有關人僅為 6,061 人，其中生技公司

2,389 人、相關產業 613 人、研究機構 3,059 人，與先進國家一所大學或大藥廠

差不多（默克（Merck）藥廠研發部即有 5,000 人的規模）。而資訊電子業的員工

分紅制度，也長期吸引了優秀人才進入大學資訊相關科系及後來的就業選擇，這

也使得生技製藥需要的高階人才受到電子產業的排擠，造成了一定的斷層（蔡逸

君，2005）。

四、制度搭配與產業發展

從前述技術體制、國家介入及制度環境三個面向的發展與彼此的搭配來觀

察，可以發現台灣生技製藥產業的發展面臨研發與生產脫節、未能形成產業規模

等困境。其中尤以全新藥（新分子）藥物的發展困難度最高，類新藥及生技藥品

雖有所進展，但國際市場、通路仍待開拓。而學名藥市場的高競爭—低獲利的情

況也是不爭的事實。

這些失調與不搭配的情況若與資訊產業作一簡單的對比就更能突顯出來（表

三）。雖然兩者都有政府的介入與培植，但發展的結果乃大不相同。首先，國家

的角色及能力已有所轉變，在發展資訊產業的過程中，政府有明確的發展目標及

學習來源，與美國矽谷等地華裔人才亦有很好的網絡聯結（Saxienian and Hsu

2000; 陳東升 2003）。相對的，國際製藥產業中不乏傑出華裔人才，特別是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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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領域，目前美國十大學名藥廠中，有二家（Ivax、Watson）是由台灣人創立（黃

宥寧，2006: 153）。這些人才雖然與台灣產官學界有所互動，但在國內缺乏利基

的情況下，很難吸引他們與我國技術交流及通路合作。12

其次，在技術體制方面，資訊產業的全球產業模式在發展的初期，便已透過

模組化與全球市場連結在一起，進而有利於台灣中小企業的切入和技術學習；而

在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上，政府更是有明確方向，工研院與 RCA 合作開始製作 IC，

前往美國吸引人才回國，並挹注可觀的資源成立衍生公司如聯電和台積電，帶動

IC 設計產業，而這些努力，加上資訊產業特有的分紅配股制度，大幅吸引優秀

人力資源帶動資訊產業的發展和創新。以上的制度搭配，不僅成就台灣資訊電腦

王國的美名，也是後進國家追趕型經濟的典範。

相對的，生技製藥產業雖然也有國家的介入，但一方面隨著民主轉型，政府

內部協調能力降低，部會之間相互競爭資源。更重要的在技術體制方面，生技製

藥的前沿技術及相關知識不易由國外取得授權，國內的研究者只好自力研發，但

這種研究的成果一則少為突破性創新，二則未能有效的擴散，成果只是少數科學

家所持有並未廣為應用及發展成產業。再者台灣製藥廠商規模小，製藥產業資源

有限，難為研發新藥所需的基礎研究。而制度面的人材吸引和培育、資金募集、

產學合作等環境不足，13也阻礙了台灣參與生技製藥產業創新型經濟的發展腳步。

12 由訪談獲悉此一情況（訪談資料，BTO061001）。
13 以產學合作為例，我國高階生技人才多受聘於國立大學等研究機構，且多具有廣義的公務人
員身份，因而受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及十四條之限制，難以積極參與業界諮詢、技術轉移及自行
創業（翁啟惠，2007: 11）。



2007 台灣社會學年會暨研討會論文

~18~

表三 台灣生技製藥及資訊產業比較

資訊產業（IT model） 生技製藥（BT model）

國家角色 規訓/指導 規範/支持

領導機構 成立工研院（ITRI）：以國家力量吸

收國外知識、然後技術移轉台灣中

小企業或成立衍生公司。

成立生技中心 (DCB)，扮演協調研

發機構（如大學）與國內廠商的角

色。
推動過程 1980 年代政策引導投入半導體工

業，使台灣廠商發展 IT 產業的同

時，具有不斷創新、價格低廉的 IC

產業作為後盾。

1990年代極積推動相關的政策與法

規，例如 1995 年通過「加強生物技

術產業推動方案」，後將生物技術列

入《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群聚形成 設立新竹科學園區，鼓勵中小企業

形成產業群聚、快速帶動知識擴散。

包含南港生技園區在內，依地區特

性在各地成立生技相關園區。

技術體制 追趕型 創新型

發展目標 以學習引入國際技術為主

先進知識技術的使用者

以國內自行研發的技術為主

先進知識技術的創造者

發展策略 運用（現有）技術以發展國內高科

技製造能力；以國際化的製造能力

作為取得國外（先進）知識的桿杆。

創造新知識以增加地方廠商在全球

的競爭力；不止是製造，還有研發

能力。

技術特性 產品研發時程、生命周期短（約一年）

開放模組、垂直分工

開放架構、需要大量具模組開發能

力的廠商、中小企業擁有相對低門

檻切入產業分工體系的機會。

產品研發時程、生命周期長（10-15 年）

知識密集不易分割，難以模組化

市場由全球少數型藥廠控制，合併

與收購風氣盛行。

悠關人類生命，國家控管嚴格

制度環境 形塑 規制

產業結構 由網絡體系、垂直分工漸漸邁向品

牌與代工分家。製造方面有台積

電、聯電、鴻海等世界級大公司。

國內市場規模有限、海外市場開拓

不易，且我國製藥業規模多屬中小

型，整體規模也很有限。

金融體系 以工研院主導合作開發新型電腦，

大幅降低廠商投入成本；訂定產業

發展條例，予以免稅或低利貸款。

國內創投，資本市場相對保守，藥

品研製資金不足，多靠政府帶頭投

資，研發補助、稅率優惠。

教研體制 工研院的許多研究員投身業界，成

為實作人才的重要來源；台清交多

個系所大量培養電子電機專業人

才，亦為產業發展提供長期動力。

國內研發投入、研究激勵、技術獨

特性及承接能力不足。相關支援學

科人才過剩，核心研發人才不足。

資訊產業人才磁引造成排擠效應。

其他 薪資高，另有分紅配股制度 較一般中小企業稍高

制度搭配 高（規訓/指導+追趕型+形塑） 低（規範/支持+創新型+規制）

經濟成就 高 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表。另參考 Dodgson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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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及討論

本文討論台灣生技製藥產業的發展為何無法像資訊產業那般的成功，我們指

出發展型國家的解釋途徑，只能解釋部分，但卻忽略了技術體制和制度環境面向

的影響。我們認為有幾個因素，是台灣生技製藥業發展並不順利的原因：一，台

灣生技製藥產業在 1990 年代以前，受到政府的支持程度相對較低；而之後的支

持雖然大幅增加，但由於部會加入甚多，而形成多頭馬車缺乏協調機制。其次，

生技製藥業是由國際大廠支配的體制，而其科技前沿的特性，使得本國藥廠和研

發機構在先進技術難以從他國採借引入，而是必須自行創造研發。最後，鉅額的

研發支出及創新的不確定性，使得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台灣幾乎無法負荷，也讓台

灣生技製藥難以開展出資訊產業般的傲人成就。本文也指出，由於製藥產業的產

業特性和國際體制，與台灣的產業制度之間有相當大的不搭配性，因此生技製藥

在發展上遇到的瓶頸也就較資訊電子業為多。

然國際生技製藥的環境，在近年來出現了一些重大的變化，讓台灣的生技製

藥業有新的契機和機會。如前所述，在 1980 年代之前，製藥及生技產業幾乎沒

有外包的情況（財團法人生物技術發展中心，2004: 13），但一方面，國際上全新

藥研發成本不斷攀升，開發成功率卻未見提高，許多大型藥廠因此傾向以授權引

入或支付權利金的方式快速獲得研發中的產品（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2005b: 5-5~5-6）。另方面，由於世界製藥產業發展日益成熟，逐漸浮現了全球分

工網絡，大藥廠與後進廠商也加深彼此的依存及競合關係（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

發中心，2005b: 5-4）。這些都使得世界級大藥廠進一步的與中、小型生技公司結

盟或將部分製程、試驗等委外以節省成本、提昇競爭力 (Piachaud 2002)。相對的，

後進國家的廠商也把握此一契機，求取製藥產業的發展。如此造就了近年來委外

藥物研發和臨床試驗組織（CRO）和委外藥品製造組織（CMO）的快速興起。

由於製藥產業新的國際分工趨勢，台灣生技製藥產業因此有些新的變化。首

先，台灣在全新藥的開發上，出現了前期研發，在有初步的成果之後，授權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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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製藥公司生產，然後獲利的商業模式14。這個模式有利於近年來積極拉攏國

內大學教授、以及從美國歸國學人從事新藥研發的生技公司。不過，此一現象也

造成了以國家資源補助少數的科學家和生技公司，但獲利最多卻是跨國公司，造

成「以落後國補貼先進國」的弔詭現象。另方面，台灣由於有優勢的生產成本，

而有利於廠商透過切入藥物委外領域而發展起來（Mytelka 2006）。換言之，這樣

的模式，有些類似資訊科技產業的產業鏈切割，而台灣的中小型廠商正可切入其

中的某些環節而發展起來。

當然，這個新的發展是否真的有利於台灣生技製藥業的發展，還有待觀察。

但如前所述，以台灣之整體人力和制度，很難以既存的垂直整合模式來追趕先進

國家廠商和產業；如能充分利用這樣的國際產業的轉型而及早切入，將有利於生

技製藥業的追趕與發展。如此的話，相搭配的國家政策、金融制度以及教研體制，

都需要做某些調整，朝向支持知識創新，以利於生技製藥這種具知識前沿性、資

本密集、不易模組化的技術特性之產業的發展。

14 近三年陸續有台醫生技、寶齡富錦生技及中橡公等司新藥研發公司與外國合作，這三家公司
都是透過技術移轉方式，將研發中的新藥授權出去，中橡的孤兒藥更已成功進入市場，為其帶來
可觀的收益。參閱謝柏宏，2007，〈台灣生醫業會賺錢 國際大廠青睞〉。經濟日報，經濟 C6 版，
7 月 2 日；陳正及朱佳真估計授權及合作開發對此三家公司帶來的收益分別為一、台醫：授權前
金及研發里程金約 8000 萬美元~1 億 3000 萬美元；二、寶齡富錦：上市權利金 7000 萬美元；三、
中橡：1950 萬美元簽約金及每年 1 億新台幣權利金（財團法人生物技術發展中心，2006:
566-567）。另外，翁啟惠（2007: 20）基本上認同這種模式，但提出應該利用授權發展所得的利
潤及經驗來發展台灣的自有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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